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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评论与《日出》的经典化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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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出》作为曹禺最具代表性的剧作之一,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乃至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界

对于《日出》的论争历经几个阶段:首先在其公开发表伊始,萧乾便邀请众多作家、评论家对其进行评论,加之

曹禺本人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作品的纵深研究;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日出》又展开过几

次大讨论,这些讨论对其从文本到舞台的经典化生成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关于《日出》颇具价值的学

术论争对当下的戏剧评论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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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是曹禺继《雷雨》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力作,

1936年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学季刊》连载,后于1936
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该作品

在曹禺剧作中居于重要地位,同时在中国现代话剧史

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日
出》经典化的生成,除了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深邃的思

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品格之外,与学术界对其及时展

开讨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新时期延续

的数次论争密切相关。
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关于《日出》的争论多数文

学史著作只是在相关章节简略地提及,较少详细叙述,
而专门的学术论争史以及论辩丛书,如刘炎生著的《中
国现代文学论争史》[1]413-428、田本相主编的《中国戏剧论

辩·上册》[2]151-175、505-510,虽对《日出》的相关学术论争进

行了细致梳理,但并未探讨这些论争与《日出》“经典

化”生成之关联。另外,王刘梅《批评对<日出>经典性

地位的确立及意义》[3]15-16 一文,虽简述了20世纪30年

代关于《日出》的集体评论与其经典地位确立的密切关

系,并论及其意义,但缺乏对《日出》论争进行历时性梳

理以及论争各阶段与其“经典化”历程的关联考察。因

此,关注这一独特的戏剧评论案例,既可以了解《日出》
“经典化”生成的内在机理,又为当下的戏剧评论提供

有意义的启示,同时也为如何优化当下戏剧评论生态

环境提供镜鉴。

一、《日出》“经典化”的“起点”:20世纪30
年代的“集体评论”
1936年《日出》公开发表伊始,便受到了与《雷雨》

完全不同的待遇,由萧乾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

刊》邀请了茅盾、巴金、叶圣陶、朱光潜、荒煤、谢迪克等

当时文坛上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对《日出》进行集体评

论,可谓盛况空前。随后,曹禺发表长文《我怎样写<日
出>》[4]作为对集体评论的回应。“整个评论界为一个

剧本如此迅捷地兴师动众进行研讨,这在中国话剧史

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5]424,也“称得上是

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空前之举”[6]119。
(一)关于对《日出》集体性评价的论争

1937年2月《日出》一经上演,英国学者、燕京

大学西语系教授哈罗德·谢迪克就评价道:“《日出》
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

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绥的社会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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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作并肩而立。”[7]王朔认为:“《日出》不仅是现代中

国戏剧界一个空前的猛进,也是我们整个文坛上的

一宗光荣。”[8]巴金认为《日出》“和《阿 Q正传》《子
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9],将其

与早已成名的鲁迅、茅盾的代表作并立。茅盾甚至

说:“将这样的社会题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见,《日出》
是第一回。”[10]以上都从《日出》本身所具有的思想

内涵和艺术特征进行评论的,并将它置于中外文学

发展史中来肯定其成就及地位。这些评论显得既有

深度又有高度。
当然,对于《日出》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

荒煤认为《日出》“只画出了那些罪恶的表面,而没有

给我们把那些罪恶的根掘出来”[11],因此《日出》从
揭露社会黑暗的深度而言不及《雷雨》。孟实(朱光

潜)认 为 作 者 流 露 出 的 是“‘打 鼓 骂 曹’式 的 义

气”[12]。基于这些批评,1937年2月曹禺在《我怎样

写<日出>》中做了回应:“一个弄戏的人,无论是演

员,导演,或者写戏的,必须立即获有观众,并且是普

通的观众,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4]
 

其实,基于以上批评以及对批评的回应,我们可

以感受到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戏剧观念的差异。无

论是荒煤温和的批评,还是朱光潜尖锐的批判,都是

立足于剧作文本,以文学的审美视角对其思想内涵、
人物形象等进行“阅读式”赏析与评价,并且遵循了

传统戏剧的美学原则。而曹禺作为一位“不尚热闹,
却精于调遣,能够透视舞台效果”[13]的“自觉地艺术

者”,他懂得戏剧必须是立于舞台并呈现于观众面前

的剧场艺术,而非束之高阁或置于书桌的案头读物

(文学)。因此,作为“一个弄戏的人”,他的创作本就

是带着浓郁的观众意识,剧中的一切精巧设计和剧

情安排都是以观众为中心的。曹树钧对曹禺这一观

点也加以附和:“在处理艺术的创新与继承的辩证关

系上,《日出》也是一个典范。它‘既不重复自己’,又
不脱离‘剧场的生命———观众’,做到了深刻意义上

的雅俗共赏,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的影视、戏剧创作

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14]131

当然,除了戏剧观念的不同之外,迎合观众的趣

味对于剧作家来说也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日
出》发表之时,虽然左翼戏剧运动的较快发展和剧

作、剧团的大量涌现,但是真正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

剧目并不多,甚至许多剧团以竞相演出历史剧和改

编外国剧以求生存。我们从田本相先生所描述的

1937年初轰动上海的春季联合公演的盛况可以看

出,当时五大话剧团演出的剧目除阿英的《春风秋

雨》外,其余均是改编外国作品的。这种尴尬状况,

正如美国戏剧家亚历山大·迪安所说:在近代上海

剧院“已失去中国剧场的面目,因所排演者均为西洋

戏剧”[15]。张庚也曾指出当时的话剧创作把精力放

到“外国剧本的改编”和“写历史剧”上而忽视反映中

国社会现实的倾向[16]。加之当时电影的流行,对传

统剧团冲击巨大,致使很多剧团面临破产境地。然

而《日出》以其反映中国社会现实而对竞相演出历史

剧和改编外国剧的窘境予以了反拨,为传统戏剧剧

团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些许光亮。
(二)关于《日出》第三幕是否删留的论争

在这场关于《日出》的集体评论中,剧作第三幕

的删留也成为评论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争论的焦

点主要是有些评论者认为第三幕是游离于全剧之

外,并不是全剧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持此观点者

如哈罗德·谢迪克认为《日出》的第三幕“仅是一个

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与全剧的一贯毫无损失

裂痕”。孟实(朱光潜)也主张把“第一幕后部及第三

幕”删去。
针对这种意见,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黎烈文

认为:“把三等妓院搬上舞台,更是颇为大胆的手法。
如果不是对于自己的艺术有绝对信心的人,大概不

会这么作的。”[17]再如欧阳凡海为《日出》结构的辩

护更加直接:“不管《日出》在外表看起来如何没有起

伏,如何没有故事的发展,然而事与事、人与人之间

的结合,依我看来,绝不是任意的,或互不相关的。
所谓 结 构,不 事 张 扬 造 作 的 结 构 才 是 真 正 的 结

构。”[18]其实,曹禺早在1937年2月2日由欧阳予

倩导演、上海戏剧工作社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演《日
出》应邀前往观看并与演职员见面时,就已经对演出

删掉第三幕表示过遗憾。而面对学界的质疑和批

评,曹禺对为什么创作《日出》第三幕进行了辨析:
“如果承认我所试用的写法,(自然,不深刻,不成熟,
我应该告罪。)我就有权利要求《日出》的第三幕,还
须保留在戏里。若认为小东西的一段故事和主要的

动作没有多少关联而应割去,那么所谓的‘主要的动

作’在这出戏里一直也并没有……说是删去第三幕,
这个戏就变成一个独幕戏,说我为了把一篇独幕剧

的材料凑成一个多幕剧,于是不得不插进一个本非

必要 的 第 三 幕,这 罪 状 加 在 我 身 上 也 似 乎 有 点

冤枉。”[4]

其实,主张删去第三幕的观点也难以令人信服,
正如田本相所言,是“没有从作家的整体构思的内在

联系上去认识《日出》结构的独创性”[19]135。因为第

三幕与其他三幕正好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而在这个

对比之下的“悲惨世界”最能体现作家对那个“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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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奉有余”社会的激烈抨击,也体现了作家对生活

在这个“悲惨世界”中的人们表达了深切的同情。田

本相接着说:“他的整体构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可
怜的动物’血泪来控诉和暴露那个极为不公、不合理

的社会的。失去了第三幕,《日出》的抨击力量就失

去了它深厚的人民性的基础。”[19]135 我们再从人物

形象的塑造来看,第三幕中翠喜似乎是一个独立形

象,但“从剧作的总体构思来看,作者是把她作为陈

白露命运的一种补充和象征来描写的”[20]174。虽然

陈白露在第三幕缺席,但是她的形象和命运完全与

翠喜的形象和命运重叠了。曹禺极力为第三幕辩

护,不仅是他为第三幕付出了太多心血,更是因为

“第三幕确实是能够体现曹禺艺术构思及其审美立

场的核心和关键”[19]132。曹树钧认为曹禺对《日出》
第三幕的设置是开拓舞台空间的新尝试:“传统话剧

舞台空间强调一台无二戏,一个景反映一种生活。
在《日出》第三幕,作者大胆尝试了‘一台二戏’的新

颖手法。这一手法的采用有两个根据:一是生活根

据。北方妓院有一种特殊的处置,叫作‘拉帐子’。
用这种手法,一间屋可当两间屋用。作者利用这一

生活习惯,将戏台隔成左右两个演区,在同一时间可

以演出两面的戏。二是艺术根据。在美国奥尼尔的

话剧《发电机》中也有类似的处理方法,演出时获得

了成功。这一尝试,结合宝和下处环境气氛的渲染,
可以造成境界奇异的和谐。”[21]31

出现关于《日出》第三幕删留的巨大分歧,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艺术观之差异。曹禺在《日出》中,力
图用“复杂人生之多方侧面的穿插”[22]来达到艺术

创新,因此第三幕寓意深刻;而主张删除第三幕的评

论者则仍囿于传统的戏剧观念,认为应该保持戏剧

结构的单一性。所以二者对当时戏剧的认知、理解

以及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在新的尝试面前彼

此表现出了不接受甚至对立的态度。
以上论争虽然彼此各持己见,但是在遵循学术

规范前提下进行的对于《日出》整部作品而言还是以

肯定为主的,且整体上呈现出“超捧场和超攻讦”[23]

的特点,为《日出》的“经典化”生成起到了一个好的

铺垫。

二、《日出》“经典化”的“反面助推”:关于

黄芝冈的批评和周扬的反批评
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集体评论中,也有

超越学术评论范畴的论争。这主要表现为黄芝冈对

《日出》的批评以及周扬对黄芝冈“批评”的“批评”。
黄芝冈在《从<雷雨>到<日出>》一文中认为:《日出》
里似乎要人们“从一种生活退避到更陈旧的一种生

活里去”,这“不是‘日出’的路,而只是‘日入’的
路”[24]。对于这种指摘,周扬对黄芝冈的批评进行

了“反批评”,进而肯定了《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

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

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25]。周扬的论断,
对黄芝冈的片面之论起到了较好的反拨作用,值得

肯定。但针对《日出》的结尾,周扬却带有明显的政

治意味:“虽是乐观的,但却是一个廉价的乐观。”[25]

由此可见,无论是黄芝冈的“批评”还是周扬的

“反批评”,其实都已然超越了文学创作评价与学术

探讨的范畴,虽然后者对前者的粗暴批评给予反驳,
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其观点与思想的独到之处,
但充满政治意味的强势介入,扭曲了对《日出》的艺

术阐释。他们已经把“批评”转为“批判”,尤其是周

扬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对于《雷雨》和《日出》
的批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起到了定性的作

用。后来曹禺遵从周扬的批评意见对《雷雨》和《日
出》进行了几乎是颠覆性的修改,从而出现了现当代

文学史上被公认为修改失败的开明书店1954年版

本,并导致“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
这样一个充满政治功利的批评模式,一直主宰着中

国文学史研究的主旋律”[6]127。
所以,反思之余我们应该认识到,“有时看来振

振有词的理论,一旦被实践所检验,不但显示出它过

分的张扬和武断,也显示了它的苍白无力”[2]155。对

《日出》这种充满政治功利的批评模式应该被摒弃。
正是这种“越界”的批评以及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在
客观上反倒促使人们对于原著的进一步开掘。作为

“反面典型”的1954年修改本,与原著形成的对比文

本,就成为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创作改编的心路

历程之见证,也是一代戏剧大师晚年心态与精神研

究之独特凭据,在客观上“反面助推”了《日出》“经典

化”的历程包括对曹禺本人的研究。

三、《日出》“经典化”的“缓慢持续”:关于

陈白露形象的评论
关于《日出》的“经典化”历程,在历经了20世纪

30年代中后期的集体评论后,虽然前行缓慢却能够

得以延续,主要表现在1960年关于陈白露形象的论

争上。首先有陈恭敏提出陈白露是悲剧性形象的观

点,认为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人性与奴性、尊严与

屈辱、同情与麻痹”等矛盾。她的悲剧是“不想死而

不得不死”的悲剧,是对“旧制度道德的人性的抗

议”,因而不赞成把陈白露说成是“一个玩世不恭、自
甘堕落的女人”[26]。徐闻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陈

白露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软弱和颓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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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她对这个社会丝毫

没有反抗的行为,相反,她还起了散布承认这黑暗现

实的合法性,和企图使人忍受这黑暗现实,调和和阻

碍斗争的消极作用”。她救小东西不过是“一种连同

情都说不上的那种廉价的怜悯”和“交际花的一时冲

动”。她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物”,也是毫无悲剧

性可言的。因此,陈白露是“应被批判和被否定的形

象”[27]。
对于陈白露人物形象的探讨到了新时期得到持

续和深化。其中,学者晏学认为陈白露在其短促一

生中“对‘自由’和‘爱情’作过勇敢的探求,但在现实

的打击下,依然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28]。朱栋霖

认为在陈白露开始走上堕落道路时,“个性解放思想

脆弱的一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使她在纸醉金迷

的生活中保持灵魂不堕落的,恰恰是个性解放思想。
是个性解放思想使她终于最后战胜了金钱社会物质

刺激生活的引诱,为人的希望遭毁灭而殉身”。基于

以上认识,朱栋霖是不赞成“个性解放思想是悲剧根

源之一”[29]的说法。
总之,由于陈白露性格的复杂性,对这一人物形

象不能做出绝对的正反评价。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都

会对其解读出新的内涵,正是读者的多角度介入和

多元解读,才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鲜明地立

于现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之中。同时,陈白露形象的

论争也进一步助推作品的“经典化”生成。

四、《日出》的“经典化”生成:基于文本和

舞台
《日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

作品。当然,剧作的经典化生成和经典性地位的奠

定最根本的原因当属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品格,但
对于《日出》而言,其经典化的历程和最终生成也无

不与历次的学术论争密切相关,这在《日出》的接受

史上形成了与其他经典化作品有别的一面。其中基

于文本与舞台两个方面的论争对《日出》的经典化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集体评论对《日出》生成为经典文本

功不可没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对于刚刚发表的《日
出》进行的集体评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经

典的个案。自中国话剧诞生以来,到目前还没有一

部剧作像《日出》一样,一经面世便引起如此巨大的

社会反响,并引起学界的热烈争论。萧乾在解释这

次集体评论时说:“这样讨论的出发点是避免由一位

权威对作品一锤定音”,使评论“立体化”[30]132。最

终结果也如萧乾所预期的那样,在众多作家、学者的

思想碰撞中,将《日出》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以及

所采取的编剧艺术都进行充分的挖掘和解读,使《日
出》最大限度地散发出其艺术魅力。

1937年3月,曹禺的剧作《日出》、卢焚的小说

《谷》和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起荣获了由萧乾

设立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而《日出》也由此成为五

四以来第一部荣获文艺奖的戏剧作品。1937年5
月,由叶圣陶、朱自清、杨振声、巴金、靳以等人组成

的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对曹禺创作的《日出》评价

道:“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

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

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

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是一位自觉地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

调遣,能够透视舞台效果。”[13]《日出》的获奖本身就

是对其艺术成就的最高嘉奖,而文艺奖金审查委员

会给出的高度评价,一方面为此次的集体评论做了

一个总结,另一方面为其“经典化”的生成奠定了

基础。
后来关于《日出》第三幕删留问题和陈白露形象

的论争,都是对《日出》的艺术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

进行的一次次深度采掘,而正是这些极具价值的学

术论争和对《日出》文本做的多元而立体的解读,引
导读者更有兴趣去对这“有意味”的文本进行“咀
嚼”。这些对《日出》生成为经典文本起到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
(二)评论时的真知灼见对《日出》的演出

有所助益

在曹禺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大多数

剧本都是“案头剧”,供读者阅读欣赏,而曹禺的《雷
雨》《日出》因具有极好的舞台效果和历年来不间断

演出的影响,具有促进话剧从“案头剧”向“剧场剧”
发展的意义。而在历次的论争中,学者们有针对性

的批评,对《日出》舞台演出的经典化生成也是所有

裨益的。
例如,关于第三幕的删留问题,张庚曾说:“《日

出》第一、二、四幕虽是许多零星事件,始终以陈白露

做中心而发展,但第三幕却换了小东西做中心,这已

经不是一个横断面,而成为两个横断面了。在舞台

上所收的效果,恐怕是给观众两个印象而不是一个。
而且第三幕的刺激极强,自成一个高潮,到了第四

幕,白露的自杀,全剧的主要结束,恐怕反而会收不

到强烈的效果。”[20]虽然,曹禺本人以及后来的许多

改编者、导演都不太赞同删去第三幕的观点,但张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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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和真知灼见,也为后来的改编者

所接受,之后许多《日出》的演出版本都对第三幕自

成的高潮进行了削弱处理,这样便有力地保证了全

剧终时陈白露自杀所带来的震撼和悲剧效果,从而

巧妙地解决了张庚所指出的问题。
因此,基于学理性的学术论争,是剧作《日出》从

文本到舞台“经典化”的一个强力“助推器”,具有不

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五、戏剧评论视野下的《日出》经典化生

成的启示
在《日出》研究史上的学术论争助力该剧从文本

到舞台的经典化生成,不仅促使学界重视并研究这

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戏剧评论案例,而
且对当下的戏剧评论乃至文学评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同时也为如何优化当下的戏剧评论生态环境

提供镜鉴。
启示一:当下的戏剧评论需建立作家与评论家

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

关于《日出》的集体评论中,众多学界的知名评论家

和学者对《日出》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学术批评,在
总体上对剧作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中肯

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而刚出茅庐的曹禺能

够因自己的第二部作品而受此种待遇应该感到自

豪。但曹禺秉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理念与自信,对
来自评论家的各类评论都能够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回

应甚至抗辩,从而坚守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追求。
反观当下的戏剧评论和文学评论生态,似《日

出》集体评论中“批评家的优越和霸气,曹禺这种富

有生气的抗辩,几乎再也不见了”[2]173。取而代之的

是许多作家对自己作品的不自信以及评论家的谄媚

与赞歌,很大程度上是对萧乾所主张的“持论客观,
不捧不骂”[31]427-428 的书评原则的背道而驰,甚至每

有新剧发表或上演,剧作家、剧团为了给新剧造势提

前请一些所谓的剧评家写叫好的“剧评”。因此,剧
评实质上变成了剧作家、剧团与评论家的一次无艺

术良知的“合谋”。这其中,剧作家丧失了自身的艺

术理念和创作自信,剧团丧失了对“舞台”这一神圣

空间最基本的敬畏,评论家则是丧失了自己的职责

和尊严。三者全然忽视了戏剧的艺术价值,也忽视

了戏剧人所应具备的观众意识和专业精神。因此,
《日出》的经典化生成便显现出其镜鉴意义和启示

作用。
启示二:对当下戏剧评论中的轻“评”重“论”现

象应予以重视。所谓“评论”,自然是有“评”有“论”。
“评”指的是点评、品评、批评;“论”则指的是论述、论

理、论证。对于评论而言,最重要的就在于“评”,
“评”是首要任务,其次才是“论”。正如王进玉所言:
“只有‘评’的准确、精彩,‘论’才有价值,才有可能出

彩。”[33]关于评论中“评”与“论”的关系在《日出》的
历次论争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批评家能够坚持独立

思考,以自身对学术的理解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甚至提出较为尖锐但极具价值的批评意见,从而对

剧作做出独特而有积极意义的评判。而在“评”之余

则结合古今中外的艺术思想、方法、观念等进行恰当

的“论”,形成对“评”的有效补充,进而促使《日出》
“经典化”的有序生成。

基于“评”与“论”的辩论关系和《日出》论争的样

板意义,反观当下的多数戏剧评论,“评”的少了,
“论”的多了,甚至完全偏离“评论”的基本原则,“唱
赞歌式”的评论泛滥。当下许多戏剧评论、文艺评论

都表现出轻“评”重“论”的批评倾向,即对新问世(发
表或上演)的剧作只给予蜻蜓点水式的点评,导致

“评论”重心的错位,自然也不会起到文艺评论所能

达到的效果。从这个意义层面来看,《日出》的历次

评论、论争及其效果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具有一定的

学习和借鉴意义。
当然,基于学理性的交流、批评与论争应以遵守

基本的学术规范为前提,不能超越学术范畴进行粗

暴式的“批判式”批评,尽可能避免对剧作本身和剧

作家的伤害。而类似《日出》论争中出现的被政治强

势介入的批评以及由此带来的惨痛历史教训,也应

引起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作为曹禺代表之一的《日出》,毫无争

议地成为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经

典作品之一。而《日出》的经典性地位除却其自身所

具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外,还源于学界对其进

行的历次批评与论争的助推。正是始于20世纪30
年代中后期的集体评论,使得《日出》的“经典化”历
程有了一个高“起点”,而其时发生的黄芝冈对《日
出》的“批评”与周扬对黄芝冈“批评”的“反批评”,虽
对《日出》以及曹禺后来的戏剧评判与创作带来了一

些消极影响,但也对《日出》的“经典化”起到了“反面

助推”的作用。之后60年代和新时期关于陈白露形

象的论争成为《日出》“经典化”历程中的缓慢延续。
这些颇具价值的学术论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

使《日出》从文本到舞台的“经典化”生成,使之成为

一部不朽的剧作;另一方面对当下的戏剧评论具有

重要的镜鉴意义和启示作用,在客观上亦可促使当

下戏剧评论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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